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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行动—结构”和“主体—建构”视角出发，探究结构性排斥

和主体能动性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分化逻辑。本文认为：第一，农业

转移人口身份认同呈“阶梯推进”态势。第二，对农村转移人口身份认同起

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其“面向”呈某种离散性：有些要素有激励作用，如户口改

革政策、村改居政策、征地政策等；有些要素则起阻碍作用，如城市住房保障

服务、社会管理服务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等；有些要素似乎被漠视了，如基础

教育服务的获取。第三，在个体建构层面，行动造成分化的逻辑则已经由

“过程”迈向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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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研究的缘起

２０１４年以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呈现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差距逐年扩大的趋势，其差值由１９９０年的５５５％上升至
２０１４年的１８１４％（李春生，２０１８），此后亦一直维持在 １６２％左右。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至 ２０１７年底，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５８５２％，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４２３５％；与此同时，２０１７年全国人
户分离人口数达到２９１亿，其中流动人口数为２４４亿。①大规模的人
口迁移并没有显著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针对这一尴尬现实，《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于２０１４年７月发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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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个省份相继取消户口性质区分。于是，“户口城镇化”
任务在政策上似乎被瞬间完成了。但学界认为，农业转移人口①市民

化的完成需要与城市本地人在经济、行为、心理和身份认同等多重意义

上实现深层次的社会融合（陈云松、张翼，２０１５），而不仅止于人口的物
理流动和户口符号的更换。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９８）认为，在
后传统秩序的场景中，个体生活的变换总是需要心理重组，变化的自我

作为联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构，自我

成为一种反思性投射。人们的身份转移与认同会受到特定情境和文化

特质的制约，但迁移中的个体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认同也具有主体性

和建构性特征。有研究指出，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内部存在一种明确的

社会分类体系和符号边界，它形成于社会认知、比较、拒斥等多重社会

心理过程或机制中，能够通过特定的叙事逻辑、话语和符号指称去建构

和强化“我们的”与“他们的”群体符号边界（潘泽泉，２００７），从而形成
一种内化的、有排他性的身份属性意识。社会身份理论强调，身份的获

得产生于人际交往互动中的特定社会角色，个体只能根据社会生活中

承担的角色要求来形成自我观念和规定自我言行（Ｓｔｅｔｓ＆Ｂｕｒｋｅ，
２０００；Ｈｏｇ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立足于不同的社会角色期待而产生的身份认
同深刻地影响着群体行为的异质性表达。

社会学关心的社会整合亦经由社会身份系统参与达成。身份系统

的基本功能是对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位置和角色进行类别区分，通过

赋予不同类别及角色以不同权利、责任和义务，在公共生活中形成“支

配—服从”的社会秩序（张静，２００６）。不难发现，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
转移人口通过与城镇本地人交流互动而形成的身份归属和群体角色意

识会对其融城行为产生影响。严格的户籍分割制度的确阻碍人口城市

化进程，而在形式上取消城乡户籍的区分自然也不会瞬间带来农村人

口的市民化。因此，探究农业转移人口在身份认同上出现的归属分化

及其内在的分化逻辑，也即分析其在城市化的实践语境中所呈现出的不

同身份认同类型主要受到哪些关键变量的影响，有助于在更深层次上理

解市民化，并为“新型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提供理论和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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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业转移人口的概念最早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提出，相比于
“农民工”“进城农民”“外来流动人口”等称谓，“农业转移人口”这一称谓更加中性和准

确，既包括了户籍已经迁到城镇且在城镇生活居住的人员，也包括了户籍还在农村、但在

城镇生活居住的人员。



二、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本体与建构：身份认同的概念内涵与核心议题
“移民身份认同”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关注的核

心议题之一（Ｂｕｒｋｅ＆Ｓｔｅｔｓ，２０１４；Ｒｕｂ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Ｈｏｇ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学界有关“身份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概念界定在整体上分为本体
论与建构论两种取向。前者将身份认同视为个体对自身独特性的本体

性意识，强调“内里的”、“深藏的”内核观以及对“真我”、“深我”的认

知观，认为“自我”的身份特质由遗传、性格、认知能力等个体性因素决

定（Ｔａｊｆｅｌ＆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４；Ｌａｗｌｅｒ，２００８）。因此，本体论意义上的身份认
同着重体现为一种跨越时空并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但这种自我认同

绝非静止的认识，而是同时也具有自我主体性和个体行动策略的能动

性特征。建构论则强调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建构性和过程性，认为社

会身份是根据个体所在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建构的，社会认同是个体

对其从属的特定社会群体的感知，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特征或属

性和关于“我们”和“他们”是什么人的理解（Ｊｅｎｋｉｎｓ，１９９６）。建构论者
还认为，群体成员资格对自己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主要由社会类化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社 会 比 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和 积 极 区 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三个过程组成（Ｔａｊｆｅｌ，１９７８；Ｈｏｇｇ＆ Ａｂｒａｍｓ，１９８８；
Ｋｎｉｐｐ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１），这也意味着主体对其身份或角色的合法性确认及
其对社会关系的接受与定位（张淑华等，２０１２）。本文认为，伴随城乡
空间的迁移，身份认同应被理解为一种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在不断

受到本体与社会的反思性监控下的动态互动过程，是多重结构性力量

与主体性行动策略互构下对自我身份的整体感知、分类、建构以及合法

性确认的心理过程，具有群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群体差异

性与个体差异性的分化特征是一个持续重组的过程。

从移民的身份建构理论出发，身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在情境演变

中持续、在持续中演变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Ｆｏｒｎｓ，１９９５；钱超英，
２０００）。移民身份认同的演变主要涉及三个议题：一是初始身份的建
构和自我身份的形成。这其中既包括群体对自我身份的主观性建构，

也包括外在于群体的客观的社会性建构；既有日常生活世界的微观建

构，也有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建构（赵晔琴，２０１３）。二是迁移过程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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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原有身份的自觉和新环境下出现的身份危机。物理空间的迁移改

变了习以为常的生活场域，开启了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带来了一种社会

适应期的身份焦虑感（王宁，２００１）。三是身份认同的分化。不同的行
为主体在面对身份危机时会采取差异化的身份磋商策略，从而产生城

乡空间迁移过程中对身份认同的初始分化。对农业转移人口而言，身

份认同的分化不仅发生在城乡空间置换的过程中，更发生在城市社会

内部的再分化阶段，权力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更易于拥有稳定的身份认

同，地位越低的人则越难维持身份的稳定意义（Ｄａｖｉｓ＆Ｌｏｖｅ，２０１６）。
当然，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主性不同的个体在不同时空

情境下对身份复杂性的组织和整合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演化逻辑

（Ｌｅｇａｕｌ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二）制度分割与网络变更：迈向一种结构主义实践的逻辑
早期学界有关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采取结构主义的

批判视角，强调社会特有的体制结构、制度性安排以及具体的制度实践

对身份认同的决定性意义（Ｓｔｒｙｋｅｒ＆Ｂｕｒｋｅ，２０００）。制度分割下的身
份建构一方面体现为二元户籍衍生出的住房、医疗、就业、教育和社会

保障等福利体系的制度性安排（陈映芳，２００５；陆益龙，２００８），其中，与
户籍制度关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渠道的不平等使身份认同本质上变成

经济社会权利不平等分配的投射（亓昕，２０１３）；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社
会管理中的移民歧视（Ｖｅｒｋｕｙｔｅｎ，２０１６），即城市管理在实践行动中建
构的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身份属性。有研究发现，社区管理者对外来

民工存在“防范式管理”的身份定位，而外来民工自身也具有“内卷化

的关系认同”，对“能纳入社区管理”的社区本地居民怀有羡慕情绪，由

此产生出自主性的身份区隔意识（黄达安，２００８）。还有学者认为，户
籍制度削弱了城市本地人与农民工之间在群体边界上的渗透性，强化

了群体偏见（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城乡户籍造成的身份分类、制度排斥与
文化隔阂是导致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困境的核心要素（崔岩，

２０１２）。制度分割下的身份认同分化呈现出一种结构主义的实践逻
辑，但这种分化逻辑很少能建立在经验数据的分析上。大部分实证研

究都默认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农业户籍属性，而忽略了对“农转非”群体

的对照性关注。此外，制度分割对身份认同问题具备解释力的关键在

于假定了户籍分割与公共福利不平等的逻辑一致性，而这实际上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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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对公共福利政策的持续调整及其在福利获得

和心理认知层面对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动态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１ａ：持非农户口的农业转移人口可能更认同城里人身份；
假设１ｂ：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便利度影响身份认同。获取越便

利，越认同城里人身份；

假设１ｃ：公共服务与户籍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农业
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比非农户籍人口更有可能受到公共服务获取便利

度的影响。

社会网络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城乡空间的迁移往往伴随着

社会网络的断裂与重构。当农业转移人口从一个以首属群体为核心的

乡土关系网络进入到以职业协作为核心的都市关系网络时，必然影响

到其对于身份归属的质疑和反思性投射。一方面，既有研究大多立足

于社会网络存量的角度，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两个不同空间所拥

有的社会网络规模，尤其是关系网络中可以有效调动的社会资源量的

大小及其转化态势对身份认同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社会网络

越丰富，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度越大，这些支持网络有助于为其在个体目

标达成、心理慰藉、情感性支持以及群体嵌入与整合等方面提供更多可

能。有学者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越广泛，越有利于消除群体偏见和

改变身份认同（王桂新、武俊奎，２０１１）。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从不同性
质社会网络的依赖度这一角度开展类型学的对比分析，区分乡土社会

网络和城市新生社会网络对身份认同的不同效应，发现农民工越能

减少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并更多地利用城市新生社会网络，越可

能产生城市认同（蔡禾、曹志刚，２００９）。与此相似，还有学者进一步
区分了以首属群体为关系核心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和以政府、企

业、制度性支持为特征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发现后者更能促进农民

工的城市融入，而过多地依赖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则更容易强化农

民工的“农村人”认同（朱考金、刘瑞清，２００７）。基于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２ａ：农业转移人口对新生的社区邻里网络的依赖程度越强，
越倾向于城里人认同；

假设２ｂ：农业转移人口对原有的农村家族网络的依赖程度越强，
越倾向于乡下人认同。

０５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９．３



（三）主体行动与再社会化：作为一种自主性行动策略的逻辑
立足于个体自主性的理论逻辑，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转变实

质上是一次再社会化的过程（江立华，２００３）。相对于在以“有机团结”
为核心的农村传统社会中经受的初始社会化，再社会化主要体现为对

城市社会“机械团结”这一核心特质的社会适应，这一再社会化过程中

的适应性分化与身份认同分化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张春龙、聂玉梅，

２００１）。一般而言，再社会化能力主要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长期生
活的自我适应能力，包括工作获得、生活节奏的掌握、身体的重新培训

等（Ｂｒｏｗｎ，２０１７）。李斌（２０１３）认为，工作和收入的融入是流动人口融
入城市的关键，市场能力的高低是农民工能否实现再社会化的重要变

量。有学者提出，虽然市场能力因素在解释农民工身份认同上没有社

会网络因素的解释力高，市场能力因素中的文化程度对城市空间认同

甚至具有抑制效应，但市场能力的增强仍然有助于农民工在城市中实

现职业身份的转变（蔡禾、曹志刚，２００９）。这表明，市场能力的内在构
成要素对于身份认同的转变具有差异化效应，其内在影响机制并非完

全一致。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个人市场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城
里人认同。

再社会化过程不仅涉及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谋取生存机会的市场

能力，还包括对城市文明的文化适应（张卫枚，２０１２）。学界对于农业
转移人口文化适应的考察，实质上遵循着现代性理论的逻辑，将身份认

同的转变视为一种去除乡土性、增强城市性和现代性的过程。此类分

析具有明显的“城市中心论”倾向，认为城市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和符

号意义是理性化和现代化高度发展的结果，而农业转移人口要实现身

份认同的转变，必须逐渐摈除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建立

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梁波、王海英，２０１０）。如果他们在这
种“现代性实践”中没有实现这种主体性意识的自觉生成（潘泽泉，

２０１１），便难以完成身份认同的转换，从而存在“双向偏离危机”。但也
有学者认为，移民的文化归属感具有相对独立性（Ｂｒｅｔｔｅｌｌ，２００６），乡土
性与现代生活并非完全对立，乡土经验对于培养现代性甚至存在一定

的积极价值（李强、李凌，２０１４）。以上争论有待进一步检验。综合而
言，个体认知能力是适应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根基，认知能力越突出，

接受城市价值观念的能力就更强；而城市文化体验（包括城市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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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获取、城市价值观念的形成等）越丰富，接受的城市文化传递和习

性塑造越多，城市认同就越强烈（彭远春，２００７）。基于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４ａ：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体认知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城里人
认同；

假设４ｂ：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文化体验越丰富，越倾向于城里人
认同。

三、分析框架、操作性变量与测量

（一）分析框架的构建
以上经验研究和理论解释构成一种多维度的理论张力，但也缺乏

对身份认同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的动态考察。一方面，结构性排斥固

然存在，但并非静止不变。虽然户籍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有一定的区

隔效应，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持续推进，诸多公共福利政策已经或

正在突破二元城乡体制的限制（余佶、余佳，２０１４）。另一方面，个体行
动力的激发、培育和能动性作用也应被关注。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

口群体面临的结构排斥虽然大同小异，但在身份认同上已经显现出较

大的分化倾向，这说明不同主体在行动策略的运用及行动成效上存在

差异。就身份认同的内在机理而言，它体现的是身份集体同一性和自

我同一性的统一（Ｓｔｅｔｓ＆Ｂｕｒｋｅ，２０００），是主体性确认、反思与社会性
建构、形塑的策略性互动的产物（Ｊｅｎｋｉｎｓ，１９９６）。因此，本文基于“本
体—建构”和“行动—结构”两条分析维度来构建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

同分化的分析框架。本体论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我

认为我是谁”，主要涉及身份的“自我认同”过程以及对“本我”的主体

性确认；社会建构论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强调的则是外在于个体的结构

性力量对于身份属性的强制性建构，即“我被认为是谁”，主要涉及身

份的“社会认同”过程。本文的焦点问题是：在当前的市民化过程中，

究竟是结构性力量更多地限制了个体能动性的发挥，进而加剧了身份

认同的分化，还是个体行动力正在突破旧有的结构制约，对身份融入发

挥更大的积极价值，抑或是存在其他可能。

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对身份认同的解释维度主要包括分割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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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网络变更、市场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等要素。其中，分割性制度和

社会网络属于结构性要素，市场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属于自致性要素。

制度分割考察的是户籍制度及其对于公共服务获取的捆绑效应对身份

认同的影响。社会网络由新生社会网络和原生社会网络构成，虽然生

活空间的转移必然导致部分乡土社会网络的断裂或削弱，但也同时意

味着在城市获得有别于传统关系的新生关系网络，因而社会网络的更

新既具有结构变换的意义，也具有自主性策略的内涵。个人市场能力

主要由个人职业收入、文化程度、个人财富占有等因素构成。文化适应

能力主要包括在城居住年限、非农工作经历、城市生活方式、个体认知

能力等。

（二）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的数据取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于２０１３

年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法，对中

国大陆２８个省、１３４个县／区、４９１个村／社区的１１４３８户家庭进行了调
查。本文从中抽选出两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样本：一是目前为农业户口

但常年居住生活在城市者，二是目前为非农户口且常年居住生活在城

市但有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经历者。依据统计分析规范，在去除

不符合条件的案例和缺失案例后，最终获得３２８０个有效样本。
本文的因变量为身份认同。农村转移人口在城乡迁移过程中涉及

多重身份属性的认同转换。张文宏、雷开春（２００９）认为，城市新移民
的身份认同可以分为文化身份认同、地域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地

位认同和职业认同五大类，但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之间存在

很强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认为“城里人—乡下人”的身份划分方式包

括了地域身份、文化身份以及群体身份在内的一致性的综合身份感知，

既能体现出“城市区域—农村区域”的地域认同，也包含了“城市文化

习性—农村文化习性”的文化认同和“市民—村民”的群体认同，能够

直接指向身份认同的核心特质。本文利用“现在社会上常常将人们划

分为不同的类型，您认为自己属于其中哪一个群体”这一问题来测量

身份认同，下设城里人、乡下人两大类别。表１报告了不同户籍样本的
身份认同类型占比。总体上，乡下人认同的占比（６１９％）大于城里人
认同（３８１％）。其中，农业户籍人口的城里人认同占比仅为１４３％，
非农户籍人口则为６９９％，两者差异显著。本研究根据获得非农户口

３５１

论 文 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分化逻辑



的原因进一步区分出政策性农转非（因户口改革、征地拆迁、村改居等

获得非农户口）和自致性农转非（因升学、参军、转干、招工、购房、家属

随转等获得非农户口）人员，其城里人认同占比分别为 ４６３％和
７６０％，说明通过个体自主努力获得非农户籍的行为比国家强制性的
农转非政策更能提升城里人认同。

　表１ 　　不同户籍属性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分布

样本总体
农业户籍

人口

非农户籍人口

总体 政策性农转非 自致性农转非

城里人认同
３８１
（１２５１）

１４３
（２６９）

６９９
（９８２）

４６３
（１３３）

７６０
（８４９）

乡下人认同
６１９
（２０２９）

８５７
（１６０７）

３０１
（４２２）

５３７
（１５４）

２４０
（２６８）

合计
１０００
（３２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８７６）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４）

１０００
（２８７）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７）

　　注：（１）单元格第一行报告的是百分比，括号内为样本量。（２）户籍属性与身份认同的卡
方检验值＝１０５２３１７，显著性水平 ＜０００１。农转非类型与身份认同的卡方检验值 ＝
９５５８４，显著性水平＜０００１。

依据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本文将自变量分为结构性变量

和自致性变量两类。前者包括户籍属性、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和社会

网络变更。其中，户籍属性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对公共服务获

取便利度的考察，利用“您觉得目前获得公共教育服务是否方便”“您

觉得目前获得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是否方便”“您觉得目前获得基本住

房保障公共服务是否便利”“您觉得目前获得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否

方便”等问题来测量，将其选项反向转化为“非常不方便”“不太方便”

“一般”“比较方便”“非常方便”五等级；并采用与李路路、石磊（２０１７）
同样的对五等级变量的测量方式将其分别赋值为１～５分，分值越高代
表获取便利度越高。在对网络变更的考察中，本文主要关注农业转移

人口对城市社区邻里网络和农村家族网络的情感依赖度与身份认同的

关系。前者指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重新构建的居住地邻里网络，

利用“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

牌等）的频繁程度”这一问题来测量，下设“从来不”“一年１次或更少”
“一年几次”“大约一个月１次”“一个月几次”“一周１到２次”“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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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七等级，将其分别赋值为１～７分。后者指农业转移人口拥有的
来源于农村流出地的亲族网络，利用“您与不住在一起的亲戚聚会的

频繁程度”这一问题来测量，下设“从不”“一年数次或少次”“一月数

次”“一周数次”“每天”五等级，将其分别赋值为１～５分。分值越高，
代表对相应社会网络的情感依赖度越高。

市场能力指个人具有参与市场交换的实际本领，或个人能够提供

的参与市场交换的稀缺资源的价值量（李斌，２００４），本文通过受教育
年限、工作状态、职业年收入、产权住房、小汽车等市场能力进行考察。

受教育年限代表农业转移人口在求职市场中的文化资本，通过受教育

年限、工作状态和职业年收入可综合反映出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能力，

而产权住房和小汽车可用来衡量个体在城市中的综合经济地位。

个体认知能力指个体对不同文化系统中的信仰（ｂｅｌｉｅｆｓ）、价值观
（ｖａｌｕｅｓ）、规范和法令（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符号（ｓｙｍｂｏｌｓ）等要素进
行推测、判断和理解的能力。对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城市不仅是各种器

物构件和城市管理机构的人工聚合物，同时也深深根植于现代主流的

价值信念、伦理道德、生活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文化土壤（陈立旭，

２００２）。有学者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对现代城市文化的适应并非毫无
困难（张卫枚，２０１２；马威、罗婷，２０１４），信息化在加速城市文化变迁的
同时还塑造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形态，这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体认知能

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马林诺夫斯基，

２００２），它不仅是文化表达的工具媒介，而且还体现和代表文化事实本
身（Ｋｒａｍｓｃｈ，２０００），农业转移人口对现代城市交际语言的掌握因此具
有重要的文化认知意义。本文将普通话和英语界定为中国的现代城市

交际语言，其原因有二：第一，已有学者研究发现，普通话听力和表达能

力对城镇居民的经济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村居民则没有（陈

媛媛，２０１６），这说明现代城市人际交流对普通话能力存在一种经济理
性需求。随着中国社会流动的加剧，普通话日益成为农业转移人口适

应城市文化的基本认知工具，甚至还代表着一定的经济或权势地位，以

及自信心、文化素质和与城市居民开展社会交际时的平等意识（夏历，

２００９）。此外，有研究表明，英语对于官方语言非英语国家的居民也有
“收入溢价”效应（Ａｚ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Ｃａｓａｌｅ＆Ｐｏｓｅｌ，２０１１），虽然英语还
未成为中国城市普遍使用的交际语言，但在日常消费、职业获得、收入

增长、职称评定等方面的作用越加重要。在城市劳动就业和收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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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英语已成为一大重要人力资本，尤其是对中高收入群体而言（高

原，２０１７）。第二，这也得到了全国大规模调查数据的支持。通过本研
究数据的全样本数据（Ｎ＝１１４３８）分析可以发现，城乡居民在“听普通
话能力、说普通话能力、听英语能力、说英语能力”上均存在显著城乡

差异。在这四项指标的均值上，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分别高出０６５、
１１２、０６６、０５８，且差异性检验（Ｄｕｎｎｅｔｔｔ检验）均显著（ｐ＜０００１），
这表明将普通话和英语作为一种现代城市交际语言有一定的现实合理

性。有鉴于此，本文对个体认知能力的测量由“听普通话能力”“说普

通话能力”“听英语能力”“说英语能力”构成，采用“非常差 －很好”五
分量表形式，分别赋值为 １至 ５分，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０７７
（＞０６），ＫＭＯ值为０５９８（＞０５），Ｂａｒｔｌｅｔ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小
于０００１。利用因子分析、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出的两个公因子———
普通话能力因子和外语能力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８８００％，而按照各
自因子得分和以对应的方差贡献率比例为权数计算出的个体认知能力

的综合得分表明，分值越高，个体的认知能力就越强。

城市文化体验指农业转移人口对于城市文化生活诸面向的行为体

验与主观感受。本文对城市文化体验的测量由在城居住年限、非农工

作经历、城市生活方式构成。在城居住年限在纵向层面反映出农业转

移人口体验城市文化的时间向度，而非农工作经历和城市生活方式则

体现出对城市职业文化以及休闲文化的多层感知。本文利用休闲活动

来测量城市生活方式，包括“外出看电影”“参加文化活动（例如听音乐

会、看演出或展览）”“现场观看体育比赛”“上网”“逛街购物”“阅读”

“在家听音乐”“参加体育锻炼”八个观测变量，采用“从不”“一年数次

或更少”“一月数次”“一周数次”“每天”五级量表形式，分别赋值为１～
５分，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０７２（＞０６），ＫＭＯ值为０７９（＞０５），
Ｂａｒｔｌｅｔ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小于０００１。随着城乡生活边界的模糊
化，虽然这些休闲活动类别在农村已较为常见，但通过本研究数据的全

样本数据（Ｎ＝１１４３８）分析发现，作为一种总体性事实，这八种休闲方
式在活动频度上的城乡区分度仍然较为明晰，即便是在１９８０年以后出
生的居民群体中也同样如此。① 例如，城市居民在上网的频度均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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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农村居民整体高出１５３，而对于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居民而言，这一
城乡均值差异为１３４，且差异性检验显著（ｐ＜０００１），而农业转移人
口的活动频度均值则处于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基于这一结构性

事实，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最大方差旋转法从这八种休闲活动中提取出

两个公因子来测量农业转移人口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接受和内化程

度，分别命名为“通俗娱乐活动因子”（在上网、逛街购物、在家听音乐

上有较大载荷）和“自我发展活动因子”（在外出看电影、参加文化活

动、现场观看体育比赛、阅读、参加体育锻炼上有较大载荷），①两个公

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４９３７％。
其余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居住城区类型等。其中

居住城区类型根据距离中心城区的远近依次分为市／县城的中心城区、
边缘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集镇。各主要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

表２所示。不难发现，拥有不同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在除性别外的自
变量特征上都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在未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

下，农业户籍人口在产权住房、工作获得、受教育年限以及公共服务获

取上都比非农户籍人口差。数据还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内部存在一定

的群体性分化，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似乎有更强的行动能力，

并且在获取公共福利方面也存在一定优势。

　表２ 　　变量的定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赋值 总样本
非农

户籍

农业

户籍

差异

检验

性别 女性＝０，男性＝１ ０４８ ０４７ ０４９ χ２＝１３２

年龄 连续变量（１７～９７） ４７ ５１ ４４ ｔ＝１３１６

婚姻状态 未婚＝０，已婚＝１ ０８８ ０９０ ０８７ χ２＝９８５

户籍属性
农业户口 ＝０，非农户
口＝１

０４３ — — —

公共教育服务获取 连续变量（１～５） ３３５ ３３５ ３３４ ｔ＝０２６

医疗卫生服务获取 连续变量（１～５） ３３６ ３３７ ３３４ ｔ＝０８２

住房保障服务获取 连续变量（１～５） ２７７ ２８７ ２６９ ｔ＝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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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因子命名受到刘精明、李路路（２００５）研究的启发，他们曾将休闲方式分为高雅休
闲型因子（参加体育锻炼、欣赏音乐或艺术作品）和通俗娱乐型因子（看电视、玩牌），并

发现城镇居民的客观阶层位置与休闲方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



续表２

变量 赋值 总样本
非农

户籍

农业

户籍

差异

检验

社会管理服务获取 连续变量（１～５） ３１７ ３２８ ３０６ ｔ＝０４５

原生社会网络依赖度 连续变量（１～５） ２２７ ２３２ ２２４ ｔ＝３５１

新生社会网络依赖度 连续变量（１～７） ３８６ ３５３ ４１０ ｔ＝－８１１

通俗娱乐活动因子
连续 变 量 （－１６１～
５９７）

０１０ －００７ ｔ＝５２２

自我发展活动因子
连续 变 量 （－２５０～
３１８）

０３２ －０２３ ｔ＝１７３８

在城居住年限 连续变量（１～９３） ２８７２ ３３９４ ２１５２ ｔ＝１８２５

非农工作经历 无＝０，有＝１ ０７９ ０９２ ０７０ χ２＝２７８７１

个体认知能力
连续 变 量 （－１２２～
２２１）

０１８ －０１３ ｔ＝１５３８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０～１９） ９４６ １１１５ ８２４ ｔ＝２０７６

工作状态 有工作＝０，没有工作＝１ ０５９ ０５１ ０６５ χ２＝７７８７

职业年收入（取对

数）

连续 变 量 （－９２１～
１３５３）

７１１ ８６９ ５９０ ｔ＝１１９８

自有产权住房 否＝０，是＝１ ０５２ ０６１ ０４６ χ２＝９１２８

自有小汽车 否＝０，是＝１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１７ χ２＝３４０５

　　注：（１）本研究的问卷数据由Ａ、Ｂ卷构成，其中仅Ａ卷涉及对公共服务获取便利程度的
考量，该部分样本有１６５２个，下同。（２）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阎云翔（２０１２：３４２）认为，“作为认同政治的核心，中国模式里的个
体身份认同更多地与要求个人权利和重新界定个人—群体—制度之关

系相关，而不是与寻求自我相关”。农业转移人口空间迁移的首要目

标在于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社会流动带来的个人身份认同之所

以重要，在于它影响了个人的生活机会，包括获得合适的工作机会、构

建新的社会网络以及获取当地公共服务等，而这些公共福利大多与户

籍制度之间存在捆绑关系，共同构成一种结构性排斥力（Ｗｈｙｔｅ，
２０１０）。一个地区的结构排斥力越弱，便越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对
城里人身份的认同度，而这种转变本身也是“人的城市化”的重要部

分。此外，虽然受特定社会结构的限制，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民个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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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更多的行动空间，这着重体现在个人市场能力的分化上，以及作为一

种附加能力而发挥潜在价值的、以获取现代生活方式为核心的文化适

应能力———它们共同构成一种主体性的自主行动力。本数据模型的目

的在于对这两种力量及其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进行细致考察。

在进行模型估计时，考虑到转变身份认同的几率在不同地区之间

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ＧＬＭＭ）来调整样本变
量在区县层次上可能存在的聚集效应，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关联函
数。假设１ａ和假设１ｂ重在考察“户籍”、“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以及
两者之间交互效应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分别将这三个变量纳入模型，结

果如表４所示。模型１显示，代表地区差异的常数项估计值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城里人认同的发生比在区县层面的确存在聚
集性。由于本文重在解释身份认同在个体层次上的变异，并不打算对

区县层面的变异进行过多阐释，因而在分析模型中并未纳入区县层次

的解释变量。在控制区县层次的固定效应后可以发现，户籍变量对身

份认同的主效应在模型１、模型２和模型３中都显著，且其回归系数的
估计值均为负值，说明农业户籍人口拥有城里人认同的可能性比非农

户籍人口低，假设１ａ得到支持。
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是考察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

排斥力的重要指标。由表２可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公
共服务获取便利度存在显著的户籍差异，农业户籍人口获取公共服务

的便利度低于非农户籍人口，这说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农业户籍

人口确实存在一定的制度排斥。模型２表明，城里人认同的发生比在
基本住房保障服务获取便利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便利度每提升１个
单位，城里人认同的发生比便增加１３７７％［ｅ０１２９－１］，其余三种公共
服务获取便利度的主效应则并不显著（ｐ＞０１），假设１ｂ得到部分支
持。为进一步考察户籍在公共服务获取上可能存在的捆绑效应，模型

３在模型２的基础上增加了户籍与公共服务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农
业户口与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社会管理服务的交互项系

数是显著的，但当户籍属性为非农户籍时，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管理服

务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ｐ＞０１），说明这两类公共服务对身份认同的
影响效应仅适用于农业户籍人口。而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对两类群体均

有显著影响，且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受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的影响

较非农户籍人口更为严重，假设１ｃ得到部分支持。这表明，基本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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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服务已成为影响农业户籍人口认同转变的首要结构性要素，其次

便是社会管理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而公共教育服务与户籍的交互项

不显著可能源于农业户籍人口对公共教育服务的需求主要限于其流出

地，或其在城市流入地获取基础教育的渠道已经不存在太大阻碍，抑或

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思考、面对或处理其后代的教育问题。表２的数
据也说明两类户籍群体在公共教育服务获取便利度上的差异极小。这

是否在提示我们，基础教育领域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制度排斥有所松

动？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对于提升城里人认同度有显著影响，说明基本

住房保障已成为影响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表２的数据也表明，农业
户籍人口和非农户籍人口获取基本住房保障服务都不是很便利。

新生社会网络依赖度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

市新建立的邻里网络并不能有效提升城里人认同度，而原生社会网络

依赖度的回归系数反而为正值，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ｐ＞０１）。这一
发现同已有研究结论（蔡禾、曹志刚，２００９）不一致，假设２ａ和假设２ｂ
没有得到支持。由表２可知，农业户籍人口对新生邻里网络的依赖度
大于非农户籍人口，这是因为农业户籍人口的住房自有率低，大多租住

在条件一般的底层聚集区，居民同质性更强。与现代商品住宅社区相

比，生活在更老旧、更贫困社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具有更高频率的跨越

“桥梁”的邻里互动（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相对容易重建邻里网络，但并
不意味着他们会因此更认同城里人身份，反而可能因底层聚集带来的

网络联结以及与城里人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而加重社会不平等感知

（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非农户籍人口虽然自有产权住房率较高，大多居住
在条件较好的城市小区，但居民间的异质性较强，较难建立新的邻里网

络。在当前社区关系冷漠、邻里衰落的大环境下（刘佳燕，２０１４），这类
网络难以对身份认同产生显著影响，而且会使邻里满意度降低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Ｐａｌｍａ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２０１６）。此外，原生社会网络依赖度的回归
系数为正值，说明其与现代性的身份感知之间并非完全对立。虽然该

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这从乡土性社会网络的角度印证了部分学

者的观点，即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并不一定构成对立关系，也可能产生

促进效应（李强、李凌，２０１４），当然这需要数据的进一步支持。
模型２表明，在控制了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后，有无工作、学历以

及职业收入对身份认同均无显著影响（ｐ＞０１），而这些因素都与个体
职业能力紧密关联。虽然农业转移人口可以通过学历提升、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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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来提升职业能力，但这并不一定会显著提升对城

里人身份的认同感，即仅得到一份城市工作仍不够。模型３表明，占有
产权住房和小汽车会显著提升城里人认同，这说明对农业转移人口而

言，“有房有车”才是成为“城里人”的重要身份表征，住房获得成为转

换身份认同的关键变量。可是面对城市不断攀高的房价壁垒，大部分

农村转移人口仅靠个人“即期性”的工作积蓄仍难以购买到商品房，而

且受制于户籍制度和传统的住房分割政策，农业转移人口大多处于城

市福利住房的分配和住房补贴的供给体系之外，从而形成农业转移人

口住房不平等的双重机制（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２００９；Ｌｉ＆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
当前部分拥有城市产权住房的农业转移人口大多依靠家庭成员的“累

积性”财富，有学者将其概称为初始资源禀赋（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即个
体通过个人的和基于家庭的社会继承与成就而在市场交换中拥有的初

始资源（周雪光，２０１５）。如果家庭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便
很难成为城市业主，此时农村住房便成为维持乡下人身份的关键纽带。

住房获得对身份认同的意义已远超职业能力因素，最近的研究也表明，

住房分层比职业分化更能解释城市居民在主观阶层认同上的差异（张

海东、杨城晨，２０１７）。综合而言，以城市住房、小汽车为代表的“累积
性”财富分化已取代“即期性”职业能力因素而成为身份认同分化的重

要解释维度，假设３得到部分支持。
在对文化适应能力的诸多考察因素中，个体认知能力、城市生活方

式（通俗娱乐活动因子、自我发展活动因子）、在城居住年限和非农工

作经历均对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就城市生活方式而言，无论是通俗

娱乐活动还是自我发展活动，本质上都是起源于城市的文化体验活动。

作为一种城市化的文化外溢结果，虽然这些休闲体验在城乡居民之间

的差别越来越小，但这些休闲活动对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仍然代

表了一种城里人的身份意识，只是随着城市化的急剧扩张，这些城市文

化体验越来越扩散到农村地区，导致自我发展活动比通俗娱乐活动更

能代表城市特性，更能提升城里人认同度。此外，有非农工作经历的人

员拥有城里人认同的发生比是没有非农工作经历人员的１７５倍，而在
城居住年限和个体认知能力每增加１年，城里人认同的发生比就分别
增加１２１％［ｅ００１２－１］和６１６１％［ｅ０４８０－１］。综合而言，个体认知能
力越强，城市文化体验越深刻，对城市生活环境的文化适应能力也越

强，越有利于转变身份认同，假设４ａ和假设４ｂ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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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来看，年龄越大、居住地离中心城区越

近，越可能认同城里人。模型３显示，居住在集镇的人认同乡下人的发
生比是居住在中心城区居民的５１２倍［１／ｅ－３１４６］，居住在城乡结合部
的居民的这一数值为３７８倍［１／ｅ１３３１］。身份认同的居住空间分化常
被学者们忽视，实质上这反映出中国城市空间内部存在的巨大社会经

济差异并不仅限于城乡之间。近年来，中国城市化采用了大城市群发

展之路，忽略了小城镇的公共投资和乡镇产业建设，这加剧了城市空间

内部的分化（李斌、张贵生，２０１８），本研究发现，集镇居民对城里人身
份的认同度极低，占比仅为５８％，远低于中心城区的５２９％。

　表３ 　　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固定效应的常数项 －１２６３ ０４６０ －２３４８ ０７８０ －２８７１ ０９１０
年龄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
女性（参照类：男性） －０１７１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１６４ －００２３ ０１６５
未婚（参照类：已婚） －０１２９ ０２０２ －０４３５ ０２９８ －０４２６ ０２９９
城区外的镇（中心城区） －２６６３ ０３７６ －３１４３ ０５０７ －３１４６ ０５０８
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 －０８６６ ０２１４ －１３３２ ０２８１ －１３３１ ０２８２
市／县城的边缘地区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２ ０２１２ －０１３４ ０２１１
通俗娱乐活动因子 ０１６４ ００６９ ０１７４ ００９８ ０１７６ ００９８
自我发展活动因子 ０２５４ ００６８ ０２９９ ００９６ ０３０４ ００９６
在城居住年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有非农工作经历（参照类：无） ０６２０ ０１８５ ０６０５ ０２６８ ０５６１ ０２７０
个体认知能力 ０５８４ ０１２８ ０４６０ ０１８３ ０４８０ ０１８３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７
有工作（参照类：无） －０４１０ ０１６２ －０２６３ ０２３５ －０２１９ ０２３６
职业年收入（对数）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有产权住房（无） ０５４９ ０１２１ ０６９３ ０１７１ ０７１６ ０１７２
有小汽车（无） ０５０１ ０１４１ ０５２８ ０２０６ ０５３１ ０２０６
新生社会网络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０
原生社会网络 ０１３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０　 ０１１５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６
农业户口（参照类：非农户口） －２６２５ ０１３９ －２６７４ ０１９６ －１９８７ ０８４０
公共教育服务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８
医疗卫生服务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５
基本住房保障服务 ０１２９ ００６５ ０１４５ ００７１
社会管理服务 ０１５５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６
农业户口×公共教育服务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３
农业户口×医疗卫生服务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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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农业户口×基本住房保障服务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８

农业户口×社会管理服务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８

随机效应的常数项 ０５３０ ０１３５ ０３１６ ０１４１ ０３０７ ０１４０

－２ＬＬ １６８６６０６３ ８３５７４４８ ８０７３８５２

有效样本量 ３２８０ １６５２ １６５２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考虑到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存在户籍差异，本

文将研究样本分为农业户籍样本和非农户籍样本加以进一步考察，结

果见表４。不难发现，两类群体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除了体现在结构
性因素上，还体现在受教育年限、产权住房、小汽车、城市生活方式（自

我发展活动因子）、在城居住年限、非农工作经历、个体认知能力等个

体因素上。具体来说，城市生活方式（自我发展活动因子）对身份认同

的显著影响仅适用于非农户籍人口，其余因素则主要对农业户籍人口

的身份认同存在影响。这表明，农业户籍人口身份认同在个体层面的

差异更多体现在产权住房这种“累积性”的财富分化上，而那些已经实

现户籍转换的个体其心理层面的身份融入更多地与追求自我发展的城

市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因素相关，即不同户籍农业转

移人口的身份认同遵循着不同的分化逻辑。

此外，不同类型的非农户籍人口在身份认同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表１显示，政策性农转非人员拥有城里人认同的比例为４６３％，远低
于自致性农转非人员的７６０％，这说明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政策干预还
不能达到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而实现户籍转变对提升其城里人认同的同

等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政策干预就完全没有作用。相对于那些

仍然保留农业户籍的居民（其城里人认同的比例仅为１４３％），政策干
预对于身份融合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表４的数据表明，对农业
户籍人口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

住房保障服务、社会管理服务等三大类别，其中仅有社会管理服务对政

策性农转非人员有显著效应，这或许说明政府推行的户口改革政策、村

改居政策、征地拆迁政策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仅带来了农村居

民户籍名称的转变，而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共服务共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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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更高水平的社区医疗服务、集中安置的保障房和廉租房等福利性

住房的供给等在内的公共服务进一步缩小了政策性农转非人员在公共

服务获取上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尽管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表４ 　　不同群组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结果
农业

户籍人口

非农

户籍人口

政策性

农转非人员

自致性

农转非人员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固定效应的常数项 －５５３８１０６６－２２７１０１２７２ －０３２４０１８２１－１３５０００１６８４
通俗娱乐活动因子 ０１６１ ０１６１ ０１７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７ ０２６５ ００７０ ０２０３
自我发展活动因子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８ ０４２６０１５１ ０６６６０３１２ ０３４２ ０１９２
在城居住年限 ００６７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有非农工作经历

（参照类：无）
０５９３ ０３４９ ０３８６ ０５４２ ０４７６ ０６０６ ０２１２ ０７１２

个体认知能力 ０６８５ ０２６８ ０２４２ ０２７５ ０５１０ ０５０２ ０１２７ ０３８４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６７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５－００６５ ００５５
有工作（参照类：

无）
－０５６０ ０３４０ ０２９０ ０３７９ ００５３ ０６０９ ０２９０ ０３７９

职业年收入 （对

数）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３

有产权住房（参照

类：无）
０９９４０２５８ ０３１７ ０２６８ ０２６２ ０３３９ ０２８７ ０３５７

有小汽车 （参照

类：无）
０６８４ ０２７９ ０７７１ ０３６５ ０３１８ ０４１９ １２３８０５３２

新生社会网络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４ ０１１１－００６５ ００７９
原生社会网络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７５ ０５０９ ０３８２－００６７ ０２３６
公共教育服务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９ －０４２８ ０２７８ ０１９１ ０１４９
医疗卫生服务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７ ０２９８ ０１９６ ０１５３
基本住房保障服务 ０２１８００８４ ０１４７ ００７４ ０１３６ ０２９１ ０２５８０１３０
社会管理服务 ０１７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１ ０３０５ ０１８２ ０２０７ ０１６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随机效应的常数项 ０３３７ ０２１３ ０４０５ ０２２３ ０３３７ ０２６３ ０３２４ ０２４９
－２ＬＬ ５２５２８４１ ３３１９１５３ ７７０４９１ ２７０１２３２
有效样本量 ９５６ ６９６ １４９ ５４７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五、发现与讨论

本文以 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行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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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二重性和“主体—建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结构性排斥与主体能动

性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并着重探究其差异化逻辑。研究

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因受结构差异化效应与个体差异化策

略影响而表现出差异性分布。首先，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呈“阶梯

推进”态势，１４３％的农业户籍人口、４６３％的政策性农转非人口、７６％
的自致性农转非人口认同城里人身份。其次，结构要素呈分散性，大致

有三类：（１）结构性激励，即相关政策的执行有助于消除农业人口身
份，如户口改革、村改居、征地等。（２）结构性抑制，表征为结构性变量
的基础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如农村转移人口很难获得城市住

房保障服务、社会管理服务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类似境况持续抑制身

份认同；此外，作为结构的重要变量的居住空间也影响身份认同。（３）结
构性“意外”。公平地获得城市基础教育服务应被视为城里人身份认

同的基本表征，然而本研究的结果似乎出现“意外”，基础教育的获取

便利度对农村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不产生影响力，个中原因值得另设

专题研究。第三，个体行动造成分化的逻辑已经由“过程”迈向了“结

果”。本研究显示，反映行动本身差异的指标（如有无工作、学历高低、

职业能力强弱等）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里人身份的认同没有统计显著

性差异，而反映行动结果差异的指标（如城市生活方式的拥有、在城生活

年限、是否有房有车等）则对城里人身份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差异。

有学者提出，随着市场转型的加快，社会排斥的主要机制已由“体

制排斥”转向“市场排斥”（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５）。本研究的上述发现无
疑表明，“体制排斥”并没有顺利转向“市场排斥”，而是在“体制排斥”

内部表现出了多重“面向”，同时，“市场排斥”又由通过职业能力体现

的“手段”型过渡到利用住房汽车等财富表达的“结果”型。以本文的

上述发现为基础，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农业户口取消后身份认同的结构性激励机制如何整合？截

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全国已有３２个省（区、市）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
区分，制度层面上作为“户口身份”而存在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之

别似乎迅速消失了。但是，城乡居民在心理、文化、身份层面上的差异

并未就此烟消云散。于是，如何整合当前结构内涵的多重“面向”以形

成制度与公共服务的合力、实现城乡统筹和协同发展就成了重要议题。

第二，新型城镇化战略如何在结构层面有助于实现全域范围内国

民身份的平等？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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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或

许意味着农村人口转移为城市居民后，不仅是“农民身份”的消退，而

且是进入以“市民身份”为基线的多重庞杂的“城市身份”体系（李春

玲，２００５），这时个人又如何理解身份平等？社会政策又应如何作为？
第三，新时代背景下个体的行动策略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

已进入新时代，需要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

伟大事业，并强调这几者间的“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本文

认为，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在内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必要在参照某一特定

群体身份之外考量自己的行动策略与新时代的契合。

本文不足之处大致有三：第一，本文虽控制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

认同在区县层次的固定效应，但并未就这一变异给予解释，这是因为本

文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在个体层次上的变异，

未来在数据充足的情况下可做进一步研究；第二，尽管学界有众多前期

研究可以作为本研究在指标设计上的支撑，我们仍然认为在测量指标

上升到核心概念的过程中存在过分概化现象。如在结构排斥力的操作

化议题上，本文仅涉及四类公共服务获取的便利程度，更多的指标可能

要考虑政治参与、落户政策、就业培训以及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共享程

度。而在个体行动力指标的设计上，自我发展活动因子以及通俗娱乐活

动因子的具体指标对应也存在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第三，本文聚焦于

对城市中的“获得性认同”因素的分析，因数据所限，未能探究作为“继承

性认同”的农村“土地拥有量”对身份认同的潜在影响。这些遗憾和不足

有待于未来作者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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